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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莫贾人的牛文化及其变异:
理解非洲冲突的一种视角

王 涛 李昊哲

【内容提要】 牧牛的卡拉莫贾人发展出独特的牛文化。 牛是卡拉

莫贾人的生计来源、 财富象征, 发挥着一般等价物功能。 牛是族内

通婚的重要媒介。 牛还在卡拉莫贾人与神灵沟通时扮演媒介的角色,
牛本身也发展为卡拉莫贾人的文化图腾。 在卡拉莫贾人政治生活中,
无论是获得权力、 行使权力, 还是权力过渡与转移, 都离不开牛。
被英国征服后, 尽管牛对卡拉莫贾部落仍至关重要, 但牛的文化、
政治意义丧失, 沦为单纯的商品。 以往的牧牛模式开始向掠牛模式

转变, 成为卡拉莫贾地区族群冲突的内涵与本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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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非洲冲突的爆发, 族际矛盾、 宗教对抗、 经济怨恨与政治不满

是时下通行的四种解释模式。 它们揭示了非洲许多重大冲突的原因, 但

也遮蔽了另一些更为根本性的冲突诱因。 例如, 上述四种模式都无法解

释非洲萨赫勒地区穆斯林、 同一族群内相邻群体的暴力屠杀事件。 历史

人类学则从族群文化变迁的视角, 提供了新的富有启示的解释, 即以牛

群为支柱的非洲部落的暴力化逻辑。 其中, 尼罗特人 (Nilote) 就是一类

典型。



尼罗特人是广泛分布于尼罗河谷地、 埃塞俄比亚高原、 东非高原的

一个语言文化群体。 他们在从尼罗河中游盆地向南部迁徙的过程中, 发

展出以牧牛为主要特征的文化, 并成为南苏丹、 埃塞俄比亚、 乌干达、
肯尼亚、 坦桑尼亚等国牧民群体的一个鲜明特色。 把握牛文化的特征及

其本质, 对于理解尼罗特人这一内部差异巨大但又有共同属性的群体,
具有关键意义。 在今天, 东非为数众多的族群冲突也都可以从牛文化及

其变异中找到根源。 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卡拉莫贾人 (Karamoja) 与周边族

群的冲突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该冲突不仅深刻影响了乌干达北方乃至

南北方族群关系, 而且由于卡拉莫贾人生活在乌干达与南苏丹、 肯尼亚、
埃塞俄比亚的交界地带而使问题变得具有跨国性特征。 本文以卡拉莫贾

人为中心, 分析其牛文化的特征及变异, 揭示族群冲突表象下以牛为中

心的经济文化对抗问题。①

一 作为生计财富的牛

卡拉莫贾地区是一个海拔为 1130 ～ 1370 米的半干旱稀树草原高地,
年均降水量 900 毫米。 这里的降水分布极不稳定, 年降水变化幅度达

1000 毫米左右。② 尤其是在科滕山 (Koten) 以西的坡地与谷地, 由于间

歇性降水与地表径流带来的土壤侵蚀, 土壤中氧化铁沉积, 形成红棕细

颗粒状土壤, 加之降水蓄积沼泽的盐分沉积, 大部分土壤表层含有盐碱。
尽管这种盐碱地不适合农作物生长, 但土层中的盐分却有利于牲畜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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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笔者之前在有关乌干达 “圣灵抵抗军” ( Lord's Resistance Army) 的研究中, 注意到了

卡拉莫贾人以及乌干达北方普遍存在的掠牛活动。 参见王涛 《 乌干达圣灵抵抗军研

究》 ,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 王涛 《论非洲圣灵抵抗军兴起的宗教背景及其宗教理

念》 , 《世界宗教文化》 2016 年第 2 期, 第 66 ～ 72 页。 国外人类学家对卡拉莫贾人牛

文化进行了 “深描” , 参见 Neville Dyson-Hudson, Karimojong Politics, Oxford: Claren-
don Press, 1966; 也有学者关注到掠牛经济与冲突, 参见 James Barber, Imperial Fron-
tier： A Study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British and the Pastoral Tribes of North East Uganda, Nai-
robi: East African Publishing House, 1968。 21 世纪以来对卡拉莫贾人及其掠牛问题的关

注, 加入了国际关系、 族际关系等多维视角, 尤其审视了卡拉莫贾人与乌干达政府的

关系, 参见 Mark O'Keefe, “Chronic Crises in the Arc of Insecurity: A Case Study of Karamo-
j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1, No. 8, 2010, pp. 1271-1295。
A. S. Thomas, “The Vegetation of the Karamoja District, Uganda: An Illustration of Biological
Factors in Tropical Ecology”, Journal of Ecology, Vol. 31, No. 2, 1943, p. 149.



营养, 是理想的牧牛地点。① 科滕山以东地区尽管气候同样干燥, 但由于

地表平坦, 因而降水与径流的冲积作用小, 分布着适合高粱、 玉米、 烟

草生长的褐壤。② 在这个地区生活的卡拉莫贾人在适应环境的基础上, 发

展起了以牧牛为主, 兼以农耕的经济生活方式。
在每年 1 ～ 2 月、 6 ～ 9 月的旱季, 卡拉莫贾地区特别是科滕山以东地

区几乎没有降水, 地表径流处于断流状态, 卡拉莫贾人用于储水的坑井

也多干涸, 因而部落中的男性成员会驱赶牛群越过科滕山向西部较湿润

的草场迁徙。 女性则留在当地照看高粱等耐旱庄稼。 在其余几个月的雨

季中, 随着降水骤增, 西部谷地萃萃蝇 (tsetse fly) 开始泛滥, 对牛群和

部落牧民造成极大危害。 因此在这一时节, 卡拉莫贾人会驱赶牛群回到

东部较干旱的台地。③

在这种游牧农耕混合经济中, 牛群的畜养是基础, 农耕是补充。 一

方面, 人数只有 6 万人的卡拉莫贾人饲养了数量多达 40 万头的牛群。④

牛不仅提供了必要的肉制品、 奶制品、 血制品, 而且还供给了部落所需

的日常生活用品, 如皮革等。 另一方面, 由于耕地面积有限, 加之耕种

方式较粗放, 农产品不足以养活全部部落人口, 仅作为一种调剂性的食

物补充。 游牧农耕互补表现为: 牛的粪便是东部耕地的宝贵肥料, 而高

粱、 玉米收获后的秸秆则成为牛群重要的饲料。 对卡拉莫贾人而言, 牛

首先是作为生计来源的产品而存在的。
卡拉莫贾人的衣食住行都与牛有关。 在他们迁徙放牧过程中, 由于

河流与水井的密度很低, 牛奶和牛血就成为补充水分与营养的重要饮品。
卡拉莫贾人会将新鲜的牛奶与牛血混合饮用, 有时也会用干粮蘸泡奶血

食用, 由此获取蛋白质等营养。 他们尽管会给牛放血, 但一般不轻易杀

牛, 只有在重要仪式上才会宰牛。 牛肉对卡拉莫贾人而言, 是珍贵的美

食。 在饥荒时期, 牛肉也被作为部落的应急性食品。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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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tafa Kemal Mirzeler, “Sorghum as a Gift of Self: The Jie Harvest Ritual through Time”,
History in Africa, Vol. 36, 2009, pp. 398-399.
Mustafa Kemal Mirzeler, “Sorghum as a Gift of Self: The Jie Harvest Ritual through Time”,
History in Africa, Vol. 36, 2009, pp. 397-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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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in Tropical Ecology”, Journal of Ecology, Vol. 31, No. 2, 1943, pp. 171-172.
Neville Dyson-Hudson, Karimojong Politic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6, p. 2.
Michael D. Quam, “ Cattle Marketing and Pastoral Conservatism: Karamoja District, Ugan-
da”,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 21, No. 1, 1978, pp. 53-54.



除饮食外, 牛为卡拉莫贾人日常生活提供了其他重要的资源。 由于

当地水资源匮乏, 卡拉莫贾人通常用牛尿进行清洁消毒。 牛皮则会制成

睡袋、 披肩、 裙子、 铃铛、 鞋、 手环和脚环等, 兼具实用性与装饰性。①

牛粪是盖房子的重要原料。 在泥沙、 秸秆等建筑材料中混以牛粪, 可以

使房屋更加牢固。② 此外, 牛角、 牛蹄可以被制成鼻烟壶, 是部落中男性

的最爱; 对部落女性来说, 为了抵御热带草原强烈的日晒, 她们会将牛

油涂抹全身, 其成为就地取材的护肤品。③

正因为牛如此重要, 所以卡拉莫贾人的 “工作” 都或多或少围绕着

牛展开。 根据卡拉莫贾人的年龄组制度, 14 ～ 18 岁的男孩几乎全天照看

牲畜, 工作包括挤奶、 收集草料、 喂养牛群。 在完成 18 ～ 20 岁的成人仪

式后, 进入新年龄组的男性将与父辈一道主要负责牧牛并保障牛群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安全防卫兼具被动与主动性特征。 前一方面是防备

其他部落对牛群的劫掠, 后一方面则指成年男性负有主动劫掠其他部落

牛群以增强自身实力的任务。 这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都是为了维持

并增加部落的财富。④ 对于卡拉莫贾男性而言, 成功抢到或偷窃其他部落

的牛, 意味着他将被女性视为 “合格” “称职” 的男人, 会受到美食奖

励; 而从未参与抢掠的男性会遭到女性的歧视甚至会被后者以歌唱形式

侮辱。⑤ 60 岁以上的老人负责主持祭祀仪式以祈求水草丰美。 在迁徙前,
也是由他们来确定迁徙路线并选择新的牧场。⑥ 女性禁止直接接触牛群,
只能从事简单的农作物种植。⑦ 但她们所耕种的作物, 既可作为牛群的饲

料, 也可用来交换武器以增强抢掠或保卫牛群的力量。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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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 21, No. 1, 1978, pp. 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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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Economy, Vol. 35, No. 116, 2008, pp. 242-243.
P. H. Gulliver, “The Age-Set Organization of the Jie Tribe”,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
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 83, No. 2, 1953, pp. 147-149.
P. H. Gulliver, “ The Turkana Age Organiz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60, No. 5,
1958, pp. 900-903.
Kennedy Agade Mkutu, “ Uganda: Pastoral Conflict & Gender Relations”,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 35, No. 116, 2008, p. 245.



卡拉莫贾人重视对牛群的保卫, 牛与领土同等重要。 在卡拉莫贾人

那里, 草场、 水源等资源都是公共物品, 是可以分享的, 只有牛是真正

意义上的个人私有财产, 是财富的象征, 因而卡拉莫贾人为个人与家庭

奋斗的直接体现就是拥有数量更多的牛。 事实上, 在以年龄组为基础的

社会体制中, 同一年龄层的男性就是根据各自拥有的牛的数量来区分贫

富的。① 卡拉莫贾人会通过给自己的牛群涂上不同颜色, 在牛角上刻制编

号或牛的名字甚至打磨牛角进行财产宣示与认定。 不同人通过对牛的不

同着色方式、 编号习惯、 打磨形状, 很容易就可以将自家牛与别的牛区

分开。 对于卡拉莫贾部落而言, 牛的数量也可以成为在其他部落面前彰

显本部落财富的标志。
在整个北乌干达与图尔卡纳草原地区, 尼罗特人的不同族群都无一

例外地将牛群视为财富象征, 牛群具备了充当物品交换的价值尺度的功

能, 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被当作货币使用。 其一, 在卡拉莫贾人与其他人

之间, 交易的媒介主要是牛群。 卡拉莫贾人用于保护牛群的矛、 金属牛

铃、 腰链、 头环、 手镯、 颈带、 指环刀、 盾牌等都是日常必需品, 但也

是他们自己不能生产的, 需要与来自沿海地区的斯瓦希里人 ( Swahili)、
索马里人 ( Somali), 以及与来自西部山区的特伯人 ( Tobur) 进行交

换。② 牛是外来商人接受的货币, 对他们来说, 牛不仅能作为驮畜运输商

品, 而且可以在北乌干达一带的各个部落中便捷地完成对牛的转手交易。
有时, 卡拉莫贾人也会拿猎取到的象牙换取商人手中的牛群。 对前者而

言, 牛群由此得到扩充; 对后者来说, 一旦离开北乌干达草原返回沿海

城邦, 牛群的财富价值将大为缩水, 携带象牙更为有利。 在前殖民时期,
卡拉莫贾人可以用一根象牙换到大约 20 头有生育能力的母牛。③ 尽管有

时候山羊也可以被当作货币, 但由于流通性有限, 因此卡拉莫贾人宁愿

用 10 只山羊换一头小公牛。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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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D. Laughlin, Jr. and Elizabeth R. Laughlin, “Economic and Social Ramification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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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 Vol. 42, No. 1, 1972,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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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卡拉莫贾人内部的人群流动, 同样要依托牛群。 这主要体现

在女性出嫁方面。 卡拉莫贾人社会是以父权为基础的, 盛行一夫多妻

制。① 部落内不同家族间通婚主要表现为女性作为 “商品” 的流转。 对于

出嫁女儿的一方来说, 他们在 “付出” 女儿的同时, 需要换取等值物品,
聘礼一般就是男方赠予的牛群。② 具体来说, 卡拉莫贾人的婚礼交易分为

“全婚” 和 “半婚” 两种。 前者是家境殷实的男方选择的支付方式, 即在

迎娶新娘前, 向女方支付协议好的全部的牛。 后者则是在男方财力不足

情况下的权宜之计。 这种 “半婚” 是指在迎娶新娘前只支付协议好的一

半牛群, 剩余牛群则在新娘生育出第一个男孩后向女方支付。 若新娘婚

后无法生育男孩, 男方就可以拒绝支付剩余牛群。 对于特别困难的男方

家庭, 他们甚至要等到新娘生下的女儿长大出嫁后换回牛群, 才有能力

支付此前迎娶新娘时拖欠的牛群。 女儿是不能久住娘家的, 因为她们不

仅会消耗食物, 而且也不能为家族带来新牛群。 这样的女性不仅会遭到

父母责打, 而且会被族内亲戚的小孩起带有侮辱性的名字。③ 由此, 卡拉

莫贾人内部婚嫁就以 “女性—牛群” 交易的模式进行。 这种模式还进一

步扩展至卡拉莫贾人与周围其他尼罗特人族群间的通婚, 如与苏克人

(Suk)、 图尔卡纳人 (Turkana) 的通婚。④

其三, 货币意义上的牛群还成为卡拉莫贾人重要的惩罚物。 由于牛

群的普遍流通与适用性, 因此牛群不仅是要保护的对象, 也成为惩罚性

手段。 卡拉莫贾人习惯法规定, 不允许偷窃、 抢劫本部落内其他成员的

牛, 违反者将被剥夺放牧的草场。 而其他违法行为, 会将牛作为经济惩

罚手段。 例如发生在部落内的谋杀, 习惯法允许以牙还牙式的制裁, 即

对谋杀者处刑。 但若谋杀者愿意向受害者亲属赔付六头牛 “罚款” 的话,
那么他便可以免于一死。 部落内的强奸或通奸罪, 习惯法规定要割除施

害者男性的生殖器, 但若能赔付牛———向未婚女性的父亲赔付 1 头牛,

031  非洲研究 2023 年第 2 卷 (总第 21 卷)

①

②

③

④

Kennedy Agade Mkutu, “ Uganda: Pastoral Conflict & Gender Relations”,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 35, No. 116, 2008, p. 241.
Neville Dyson-Hudson, Karimojong Politic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6, pp. 83-85.
Kennedy Agade Mkutu, “ Uganda: Pastoral Conflict & Gender Relations”,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 35, No. 116, 2008, pp. 243-244.
Charles D. Laughlin, Jr. and Elizabeth R. Laughlin, “Economic and Social Ramifications of the
Ghost Cult among the So of North Eastern Uganda”,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
te, Vol. 42, No. 1, 1972, p. 11.



向已婚女性的丈夫赔付 20 头牛, 就可以免除肉刑。①

综上, 从作为生产、 生活资料的牛群到替代货币并用于衡量财富的

牛群, 是卡拉莫贾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心。 甚至有学者指出, 卡拉莫贾

人的社会经济体制都是以牛为核心运转的。②

二 作为文化图腾的牛

在卡拉莫贾人看来, 牛不仅是财富的象征, 它还被赋予经济层面之

外的文化内涵, 扮演了人神沟通的媒介角色, 并成为卡拉莫贾人的图腾。
由于有规律的降水在稀树草原上极其重要, 因此卡拉莫贾人将雨神

洛班加 (Lobanga) 尊为至高神。 万事万物都源于洛班加, 世间的善恶也

由他裁决。 卡拉莫贾人认为洛班加是存在于天空中的创世神祇, 通过降

雨显现行迹, 在消除干旱的同时为卡拉莫贾人施以祝福; 洛班加也是存

在于卡拉莫贾人中间的共世神祇, 通过动物 (主要是牛群) 身体的某些

预兆给人启示, 指引卡拉莫贾人的生活。③ 面对事关部落繁荣与发展的至

高神, 卡拉莫贾人中有专门的先知 “恩吉卡德瓦拉克” (Ngikadwarak)
负责与其沟通, 进而探析洛班加的意旨。 先知不仅要通过与洛班加的沟

通判明当前行动是否符合神意, 而且要基于对神意的解读, 对事件未来

走向进行预测, 趋利避害。
牛扮演了这种沟通仪式的媒介。 一方面, 牛是洛班加的意旨得以顺

利传达给卡拉莫贾人的媒介。 在卡拉莫贾人需要获知洛班加对部落某事

件的态度以便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时, 先知就要开启与洛班加的沟通

仪式。 他们会牺牲特定的牛, 在仪式上将其宰杀、 取出牛肠。 在卡拉莫

贾人看来, 牛肠为与洛班加进行对话的通道, 只有通过研读牛肠等牛的

脏器, 先知才能听闻洛班加的语言。 一般而言, 先知会将牛肠摆放在神

坛下面, 将牛肠外翻并审视不同部位凹凸的分布及其异常。 卡拉莫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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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 洛班加的意旨会反映在牛肠的这些变化中, 并对部落不同群体的

态度与行为进行判定。 先知则要将这些信息解读出来, 用以指导部落民

众的行动。 例如, 牛肠或其他脏器中长有肿瘤, 意味着洛班加对部落当

前政策的不满与灾害预警。 牛肠的溃疡意味着洛班加对部落内部安全的

担忧, 溃疡的具体部位则指代了存在安全隐患的不同地区。 牛肠上的黑

斑代表着洛班加对部落可能遭遇到的外部袭击尤其是掠牛的警示。 与之

相对, 牛肠没有黑斑, 其他脏器长有黑斑, 则是洛班加对卡拉莫贾人在

近期内发动对外攻击的指令。①

另一方面, 牛也是卡拉莫贾人将诉求呈报给洛班加的媒介。 洛班加

不仅传达意旨, 也通过先知 “受理” 卡拉莫贾人的祈愿。 第一类是祝福

性祈愿。 卡拉莫贾人希望获得洛班加的祝福, 保障部落风调雨顺。 先知

同样需要以牛为媒介, 将这一愿望呈报给洛班加。 先知会通过仪式收集

树叶, 用以烤炙牛肠, 同时在众人的跪拜中, 向洛班加进行祷告。 待树

叶烧尽, 卡拉莫贾人的祈求就会通过牛肠顺利传达。② 第二类是诅咒性祈

愿。 这种祈愿涉及私仇与公愤。 私仇是指部落中冒犯先知个人所导致的

诅咒。 先知会取出一段牛肠, 在睡觉时枕在头下, 借以形成与洛班加的

梦境沟通。 在梦境中, 先知会向洛班加诉说对该人的怨愤, 请求洛班加

降下灾难。 先知向洛班加提出的请求包括: 使该人患上重病, 或他的牛

群被偷抢, 或他家的草场枯萎。 公愤是指某人损害部落集体利益而招致

的诅咒。 先知会在部落各集团支持下举办仪式, 宰杀一头小牛。 随后,
先知仍以牛肠为渠道, 向洛班加报告该人罪行, 随后在全体人员注视下

吞下牛肠, 完成神人沟通。 最后, 取下另一头小牛的牙齿, 命 “犯人”
吞服, 若被取牙的小牛活了三年, 那么 “犯人” 相应将减损三年寿命。③

正是由于牛在先知与洛班加双向沟通中的这种关键角色, 因而它被卡

拉莫贾人视为家族乃至部落安定、 幸福、 吉祥的保障, 是人们与神祇沟通

不可或缺的元素。 神圣的牛最终成为卡拉莫贾人的图腾。 第一, 牛是卡拉

莫贾人赞颂的对象。 卡拉莫贾人在史诗、 故事中将牛视为族群发展的保障

与依托。 在讲述卡拉莫贾人迁徙的史诗中, 牛不仅是饥荒中食物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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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在人与人相互交换牛群的过程中, 成为促使族群形成集体认同的符

号。 有了牛, 卡拉莫贾人便获得了勇气, 不畏惧狮子和敌人; 丧失了牛,
他们也就失去了幸福、 骄傲。 在许多段落中, 牛被描述为比人自身还重要

的东西, 是卡拉莫贾人生存的意义所在。 例如, 他们的史诗中讲道: “牛

来了, 雨就来了”; (有了牛群, 就) “收获了和平, 疾病、 敌人都将远

走”。 在卡拉莫贾人聚众讲述这些故事、 传唱这些史诗时, 又会举行牺牲

牛的仪式。 被献祭的牛的名字, 将成为故事或史诗的开端。① 另外, 有学

者也认为, 牛的这种崇高性也表现在卡拉莫贾语中对牛的称呼 “阿依泰”
(ayitee) 上。 “阿依泰” 是卡拉莫贾人衣食住行各类词的词根。 例如, 衣

物是 “阿拉克” (arach), 食品是 “阿基莫迪” (akimody), 房屋是 “阿

克哈依” (akhayi), 人的身体是 “阿克万” (akwaan)。②

第二, 牛是卡拉莫贾人一生身份的标识。 卡拉莫贾人从出生到死去,
都与牛为伴。 当婴儿出生时, 他的父母会将其放在提前布置好的牛栏中,
并选择一头伴随其一起成长的小牛, 小牛和婴儿也将共享一个名字。 当

这头牛先于长大的婴儿死去时, 牛角将被割下, 成为孩子一生佩戴的护

身符。③ 当这个孩子过完自己的一生后, 他的尸体又会被缝在牛皮中, 置

于悬崖高处。 卡拉莫贾人相信, 这样做的话, 与此人同名的那头牛将会

回来, 并陪伴逝者的灵魂寻找来生的归宿。 先知死后, 则不会被缝在牛

皮中, 因为人们将其视为洛班加在人间的使者, 与普通人不属于同一个

世界。 先知因此便有了一套不同的葬仪。 他们死后, 尸体会摆在神坛旁,
与陪奠公牛的肠子一起被烧掉, 他们便回到神所在的世界。④

第三, 牛是卡拉莫贾人判定亲疏关系的依据。 卡拉莫贾人的亲疏关

系是由牛来决定的。 无论是血亲、 姻亲还是人为认定的亲属关系, 一律

都以牛的传承、 赠予、 交换为标准。 如果没有以牛为媒介的人的互动,
那么即使是至亲关系也会失去意义。 在卡拉莫贾人中, 根据牛的转让与

否, 可将亲属关系分为 “牛亲” ( cattle kin, ngiyenet a ngaatuk) 与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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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 (water kin, ngiyenet a ngakipi)。① “牛亲” 是彼此存在牛群继承、 转

让等关系的亲戚。 父子间牢不可破的关系, 是基于父亲死后他的牛群将

传承给儿子。 妻子对丈夫的依附关系, 是基于婚姻中男方向女方支付了

与新娘 “等价” 的牛群。 朋友间的 “兄弟关系”, 则是依托彼此间牛群的

交换、 赠予, 牛群就是友谊的纽带。 即使在亲兄弟间, 也要通过赠牛加

深彼此亲情, 没有赠牛关系的亲兄弟最终会形同陌路。② “水亲” 是彼此

间不存在牛群继承、 转让等关系的亲戚, 更带有 “拟亲” 的性质。 卡拉

莫贾人会在饥荒发生时, 招待穷困的同族人, 向他们供给牛肉等食物。
尽管也许他们彼此间毫无亲缘关系, 但由于同为卡拉莫贾人, 就应该伸出

援手, 扶危济困。 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 援助者与受助人就结成了 “水亲”
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讲, 整个卡拉莫贾部落, 彼此间都是 “水亲”。

由此可见, 作为神人媒介的牛, 在成为图腾后, 进一步成为在尘世

间维系卡拉莫贾人社会文化生活的纽带, 成为定义部落、 定义个体、 定

义人群关系最重要的依据。

三 作为权力象征的牛

在卡拉莫贾人社会, 无论是基本生存保障、 有效社会分工还是促进

财富增长与文化认同, 都是部落政治运转的目的所在。 从这个层面来看,
牛作为卡拉莫贾人经济文化生活各环节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也就成为

部落政治的存在基础与意义。 不仅如此, 牛作为权力的组成要素与象征

物, 还是卡拉莫贾人政治体系的重要依据。 在卡拉莫贾人的政治生活中,
无论是获得权力、 行使权力, 还是权力过渡与转移, 都离不开 “牛” 这

一要素。 牛甚至可以被视为政治体制能否顺利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
基于卡拉莫贾人的年龄组制度, 除了 “恩吉迪亚因” (Ngidiyain) 即

未成年人以外, 卡拉莫贾男性只要具有参与部落政治管理的意愿与能力,
他们就被允许进入政治体制, 分享并获得权力。 这些政治人员在其身份

升迁、 转变的每个环节, 都离不开以牛为中心的赋权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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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符合年龄要求的男性若要参与政治, 需要与他的父亲进行沟通,
并在父亲同意的前提下, 由父亲出面提出 “进入政治” 的申请。 之所以

要得到父亲的认可, 主要原因在于申请仪式需要牺牲自家的牛, 牛的所

有权在父亲那里。 “恩吉莫卢” (Ngimoru) 即 “高级政治成员” 接到申

请后, 会请 “恩吉托克伊” (Ngitoukoi) 即 “长老” 确定日期 (一般选择

在长老卸任前的某个时间), 并在当日将前一阶段的全部申请者都集中起

来, 举办以宰杀牛群为主要内容的 “进入政治” 仪式。 当天的仪式是

“放血”。 以往进入政治体制的人会采集新枝与枯枝, 在地上将新枝铺成

马蹄形, 并将蹄口朝向卡拉莫贾东北部名为 “阿普勒” ( Apule) 的神圣

仪式场地。 枯枝则堆在一起燃烧篝火。 在长老围观下, 其他已参与政治

的人群会围着火跳舞唱歌, 而新申请者则在火边跪拜, “先知” 就在此时

对牛进行放血, 长老随后会将牛前蹄割下并分割成块供在场的人食用,
后蹄则由先知嚼碎后吐在新申请者身上, 作为祝福。 在 “放血” 仪式结

束几天后, 将进入第二个名为 “吃舌头” 的阶段。 长老们会分别到各申

请者家中, 届时, 申请人的母亲要将放过血的牛舌、 气管、 肺, 以及牛

肉一起取出煮熟供大家食用, 以示祝福。① 在 “吃舌头” 结束一到两周

后, 就进入最后的 “煮胃” 阶段。 申请人的母亲会将先前已放血的牛胃

装在置于牛栏中的陶罐里, 在 “煮胃” 的这一天将其取出烹饪。 所有参

加者会在牛栏中按世代分为两组食用牛胃以及用蔬菜、 谷物熬制的粥。
食毕, 申请人要跪在牛栏里, 他的母亲会将一部分牛油涂抹到他的脖子

上, 而让他喝下另一部分牛油。 这标志着申请人最终成功 “进入政治”,
成为 “恩金加图约” (Ngingatunyo), 即 “政治新成员”。②

政治新成员向 “恩吉杰特伊” (Ngigetei) 即 “初级政治成员”, 以及

“高级政治成员” 晋升的道路同样离不开牛。 在晋升 “初级政治成员” 过

程中, 仍然主要进行牺牲牛的仪式, 只不过参与仪式者被局限于政治体

制内的人群。 到晋升 “高级政治成员” 时, 不仅需要这种仪式, 而且还

出现了 “赠牛” 环节。 由于 “高级政治成员” 人数少, 晋升相对更困难,
长老会主持进行各种民意调查, 确认晋升人选。 “初级政治成员” 为了获

得部落中非亲属人群的支持, 就需要结交更多 “朋友” (ngikonei), 而这

531卡拉莫贾人的牛文化及其变异: 理解非洲冲突的一种视角 

①

②

Neville Dyson-Hudson, Karimojong Politic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6, pp. 163-166.
Neville Dyson-Hudson, “ The Karimojong Age System”, Ethnology, Vol. 2, No. 3, 1963,
p. 366.



些朋友都是在相互 “赠牛” 过程中形成的互助伙伴。 谁的 “朋友” 多,
谁就将得到更多的民意支持, 也就更有可能晋升为 “高级政治成员”。①

从 “高级政治成员” 晋升 “长老” 的过程则需要专门的任命仪式。
一般情况下, 长老在卸任前会任命部落 12 个集团中的高级政治成员接任

新长老。 任命仪式称为 “肉宴”, 将在卡拉莫贾人的 “圣地” (nawiamu-
ros) 阿普勒举行。 在仪式上, 人们会宰杀有斑纹的白色牛、 棕色牛, 并

用火将牛肉烤熟后分发给每位新长老。 长老们向每个家族分发牛肉的同

时也会完成 “向神祈祷” 的仪式, 从而确立新一届长老的合法性。 全部

卡拉莫贾人理论上都应驱赶自己的牛群前来参加这一仪式, 并完成从杀

牛、 取血, 到最后烤肉的分工协作。② 在确立新的政治领导层以后, 所有

政治成员会在阿普勒重新聚会以确立政治阶层的标志性印章。 他们首先

将要牺牲的牛赶到以 “大地圣石” ( the rock of the land) 为中心的围栏

里。 围栏留下四个口, 分别从四个口率先跑出的四头牛, 其牛蹄印就将

成为政治新成员、 初级政治成员、 高级政治成员、 长老的政治阶层印章,
这四个印章将是这一时期各政治阶层用于表明身份的标志。 其余围栏中的

牛则被宰杀供人们食用。 在新长老继任的同时, 部落中不同家族也会开启

新一轮的招募政治新成员的工作。 由此, 每五六年一次的新一轮政治选拔

工作又启动了, 从政治新成员到长老的新一轮更迭又将开始。
在这个政治体系中, 长老一般制定事关部落发展的战略与宏观政策。

高级政治成员不仅参与、 协助长老制定相关政策, 而且还负责具体事务

的决策, 工作更加烦琐。 当然, 长老也有权过问具体决策的情况, 形成

对高级政治成员的监督。 至于初级政治成员, 则是决策信息的传达者或

执行者, 他们在政治新成员的辅助下, 落实各项安排, 特别是将政策意

图告知普通民众, 获得民意支持。 若要使政策制定、 执行的每个环节都

合规合法, 就需要出具牛蹄印章确认过的相关证明。③

与上述权力转移过程相伴随的, 是独立其外的、 由一批 “先知” 组

成的监督制衡机构。 卡拉莫贾人政治体系中的政治新成员、 初级政治成

员, 受制于高级政治成员、 长老, 并对后者负责, 一旦失职将被处以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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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甚至会从政治体系中被开除出去; 同时, 长老还拥有选拔新人参与

政治的权力。 因而在卡拉莫贾人权力转移过程中, 就出现了只有部分人

被监督的情况。 鉴于此, 部落设置了先知团, 专门负责对高级政治成员

尤其是对长老的监督, 由此实现对剩余政治参与者的权力制衡。 而这一

监督制衡的过程, 也与牛有密切关联。 先知会通过受理民众申诉、 采集

民风、 访查民情等方式, 随时了解普通民众对长老等当权者的意见。 基

于民意的反映, 先知将启动与神灵沟通的仪式, 从而获取 “神判”。 在综

合权衡民意与神意后, 先知会对政治上的失职、 渎职人员进行裁定, 并

执行程度不等的诅咒。 对于情节较轻者, 先知会牺牲黄牛, 将牛血洒在

地上作为剥夺其权力的标志; 对于情节较重者, 先知就要同时向神灵献

上黄牛与先知自己的生命, 以自己的死亡为代价剥夺其职权。 第一种对

权力进行监督制衡的 “诅咒”, 被诅咒者仍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第二种

“诅咒” 则是最终宣判, 被诅咒者在先知死后, 也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①

由此就完成了对长老、 高级政治成员中失职渎职者的权力剥夺, 并成为

一种特殊情况下的权力转移方式。
可见, 在卡拉莫贾人政治中, 新人进入政治体系与政治体系中人员的

流转, 政治过程中对政策的制定、 执行、 解读, 以及对失职渎职政治人员

的惩罚, 每个环节都离不开作为媒介的牛。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作为与神

灵沟通的工具, 牛赋予了整个政治过程合法性基础, 并成为权力的象征。

四 传统牛文化的崩解与变异

卡拉莫贾人的传统牛文化随着英国殖民征服与市场经济的引入而发

生崩解与变异。 在新时期, 尽管牛群对于部落仍至关重要, 但从过去的

以牧牛为主开始转向以掠牛为主。 至今, 这种掠牛模式仍深刻影响着卡

拉莫贾及周边地区。
1897 ～ 1898 年, 英国殖民势力首次渗入卡拉莫贾地区。 少校 J. 麦克

唐纳 (J. Macdonald) 率领的英国军事远征队跨过埃尔贡山 (Elgon) 向西

北尼罗河方向探索, 穿越卡拉莫贾地区。 尽管卡拉莫贾人面对这些外来

入侵者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但面对训练有素、 装备齐全的英国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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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以长矛、 弓箭为武器的卡拉莫贾人还是被击溃, 牛群被屠杀, 村寨

也被烧毁。 卡拉莫贾地区最终被纳入英国统治范围。① 不过, 由于该地区

远离从乌干达到肯尼亚的交通要道, 加之资源匮乏, 英国人不愿在此投

入过多精力。 实际上, 在 1915 年以前, 殖民部还要从英国本土持续向乌

干达注入财政补助金, 才能勉强维持乌干达保护国政府的运转。② 鉴于

此, 英国人在最初军事胜利后, 选择以谈判的方式 “说服” 卡拉莫贾人

臣服。 《1904 ～ 1905 年乌干达保护国报告》 (Report for the Uganda Protec-
torate in 1904-05) 就明确提出要探索取得卡拉莫贾人信任的方式, 如严

惩掠取卡拉莫贾人牛群的周边部落、 切断卡拉莫贾地区与埃塞俄比亚军

火贸易等, 寻求与其合作。③ 卡拉莫贾人长老鉴于此前与英国冲突导致大

规模死伤的教训, 并考虑到旱灾虫灾肆虐、 牛群大幅减少的现实, 也选

择与英国人妥协。 在英属乌干达保护国成立十年后的 1911 年, 政府终于

能任命克里斯·图夫内尔 (Chris Tufnell) 为卡拉莫贾地区的首任殖民专

员并真正派驻到当地。 图夫内尔的主要职责在于寻找、 开辟当地财源,
以减轻保护国政府的财政负担。 他发现, 当地的象牙、 牛群资源如果能

被有效募集并出口, 将会有效增加保护国财政收入。④

为了征集象牙、 牛群以供出口, 英国人需要建立有效的地方管理体

制。 但以往卡拉莫贾人部落频繁迁徙使英国人不易管理, 且当地部落制

度以牛为运转轴心, 民众则以牛为情感寄托, 所以不能指望卡拉莫贾人

的先知、 长老等人积极配合殖民者大规模对外输出牛群。⑤ 基于此, 英国

人决定向该地区移植新的制度。 在殖民专员的主持下, 英国人超越当地

部落结构, 重新将卡拉莫贾地区划分为七个 “区”, 并任命当地愿意为殖

民者服务的卡拉莫贾人担任 “大酋长” ( major chief), 其在 “酋长助理”
(assistant) 配合下管理各区行政事务。 原来卡拉莫贾人的高级政治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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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老等人则成为酋长助理之下的 “小酋长” (minor chief), 在每个区的下

设村镇里执行具体事务。 而七个大酋长又是以英国殖民专员为主席的

“高级行政委员会” 成员, 向英国殖民政府负责。 英国人还在卡拉莫贾地

区设立警察局、 法院、 监狱等机构, 搭建起大区一级的政治架构。 最终,
“小酋长—酋长助理—大酋长—英国专员” 的体系被建构起来, 原先作为

卡拉莫贾人权力高层的人员成为基层政府执行者, 负有执行英国人命令

进行征税 (牛、 象牙)、 维持地方治安的职责。①

这套体制建立后, 成为高效征牛的机器。 卡拉莫贾人的牛群被以税

收、 罚款等名义强制收取, 并输出海外。 首先, 保护国政府严惩拒绝缴

纳牛群的村落。 1920 年 9 月博克拉村 ( Bokora) 的事件就是一个典型。
当时, 拒绝缴纳牛群的村民被全部屠杀, 整个村庄也被烧毁, 形成了对

全地区的震慑。② 其次, 为获取高额利润, 保护国政府强制废除以牛为等

价物的交易体系, 于 1905 年实施了 《东非和乌干达货币敕令》 (East Af-
rica and Uganda Currency Order in Council), 将乌干达先令引入卡拉莫贾地

区。③ 当地人在向政府缴税、 进行市场交易中, 都须要将牛折算为先令以

衡量价值。 而保护国在对外出口牛群时, 则以英镑结算。 通过在保护国

内规定先令的高价值, 以及再抬高英镑对先令的比价, 保护国政府就能

以较低价格从卡拉莫贾人手中征牛, 并以高价向国际市场出售。 1925 年,
卡拉莫贾地区被征集并出口的牛仅有 270 头, 1927 年增至 1237 头。 尽管

遭遇全球经济大萧条, 但到 1933 年, 卡拉莫贾的牛出口仍增至 3534 头。
1938 年则翻了约一番至 7553 头。 二战期间对牛肉罐头的大量需求, 成为

牛群出口的新契机, 1941 年卡拉莫贾地区对外输出的牛达到创纪录的

15597 头。④ 牛群出口成为乌干达保护国政府创汇的重要来源之一。 但对

于卡拉莫贾人而言, 为了赚取足以缴税的新货币, 加之牛群不足无须全

部人都参与放牧, 卡拉莫贾人流向乌干达南方城镇打工, 补充了南方湖

区新兴棉花种植园的劳动力。
然而, 这种既能征集牛群、 释放劳动力, 又能引入现代经济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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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当地部落的新体制, 并不能在功能上完全复制传统上的卡拉莫贾人

政治制度。 一方面, 大酋长、 酋长助理的年轻化颠覆了传统等级。 作为

新设职务的大酋长与酋长助理往往由渴望获得权力的年轻人担任, 由此

便打破了卡拉莫贾人的年龄等级与传统权威。 年轻人可以领导传统上的

长老与高级政治成员, 后者沦为殖民体制下的基层办事员。 以往由年长

者决定的牛群迁徙事务, 被新设的年轻酋长掌控。 年长者统率年轻人的

部落习惯被无视。① 另一方面, 大酋长、 酋长助理权力合法性来源的外部

性无法转化为内部认同。 原先卡拉莫贾人的政治参与有一套成熟的运转

模式。 通过以牛为媒介的仪式, 政治成员的合法性获得了从洛班加到部

落普通民众的一致认可。 但殖民体系下任命的新酋长, 权力来源于殖民

政府, 尤其是英国人的武力威势。 民众在被迫接受这种新领导的同时,
也滋生出抗拒心理。 他们在实际行动中排斥大酋长、 酋长助理, 不配合

其工作。 后者为了推行政策, 只能变本加厉地使用强制手段, 从而进一

步引发民众反抗。 外部强加的权势无法转化为内部合法性权威, 导致权

力滥用、 行政低效、 社会关系紧张。②

这种对传统的颠覆在乌干达国家获得独立后也没有本质性改变, 突

出表现在以牛为核心的秩序的瓦解。 随着牛被强制征收以及现代货币经

济的建立, 卡拉莫贾人缺牛的问题不仅意味着传统以牛为职业分配中枢

的经济模式的崩溃, 而且也解构了牛的文化与政治意义。
一方面, 以牛为中枢的经济模式难以为继, 可替代的经济发展与就

业方案却不完善。 尽管牛的减少伴随着一部分卡拉莫贾人外出务工, 但

更多人尤其是老人、 女人、 儿童留在本地并处于无业状态。 务工所得不

仅不足以弥补牛数量减少带来的损失, 而且引发了随市场波动的物价问

题。 这些共同导致卡拉莫贾人生计艰难。 以往在旱季、 雨季交替时节的

例行迁徙活动由于牛的减少而失去意义, 留在当地的人口却没有相应减

少, 有限的牛群即使杀尽也无法满足人群所需, 饥荒更频繁发生。③ 无业

加上食物不足, 导致了掠牛行业的兴起。 传统掠牛活动更多具有赋予身

份内涵、 建构文化认同的意义, 此时的掠牛已变为纯经济犯罪, 并频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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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越货。 传统掠牛活动只是男性证明自身的一种手段, 此时的掠牛则

是老人、 妇女、 儿童齐上阵, 不仅劫掠其他部落的牛, 而且也不放过自

己部落其他家族的牛群。 1929 ～ 1983 年, 卡拉莫贾人的暴力掠牛不仅导

致十多万头牛的非正常转移, 而且带来巨大的人员伤亡, 甚至被杀害的

本部落人口也累计达 3000 人。 在 50 年里, 有记录的掠牛袭击达到平均每

年 182 次, 差不多平均每两天就会发生一次。①

另一方面, 饥荒频发导致掠牛泛滥, 最终彻底瓦解了传统社会秩序。
殖民者通过制度移植取代了先知、 长老的权威, 甚至不允许其开展传统

仪式活动。 对传统的挑战缺乏传统的有效回应, 掠牛被简单视为犯罪加

以处理, 无视其在文化、 社会心理上的影响。 由此, 传统与现代的张力

在掠牛问题上达到极致。 具有文化认同、 政治稳定作用的牛已消失, 只

剩下作为商品、 赃物、 食材的牛。 尽管卡拉莫贾人仍然执着地抢牛, 将

牛视为重要财富, 但对牛的崇拜、 对传统的敬畏都丧失殆尽。 过去通过

牛建立人际关系、 判定亲疏的传统被重新定义, 暴力成为新的标准。 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 “兄弟” “朋友”, 而变异为 “弱者依附强者, 强

者支配弱者”。② 在部落中, 谁强大, 谁就可以聚集人群; 要变得强大,
不再依靠传统威望, 而是依靠赤裸裸的武力。 具体而言, 卡拉莫贾人放

弃养牛、 牧牛的主业, 而将掠牛作为本职。 越能掠牛的人, 就越容易获

得民众拥护, 而掠牛的成功与否, 又更多取决于对枪支的使用。 一般说

来, 掠牛队中配给枪支的比例越高, 能掠到的牛就越多。 在这个意义上,
枪支取代了牛群成为卡拉莫贾人的新信仰, 枪支成为新时期秩序的规定

者与权威的寄托物。 掠牛袭击的背后, 隐藏的逻辑是对枪支的大量占有。
毕竟在掠牛的环境中, 牛群数量不可能持续稳定增长, 总量是有限的。
为了争夺有限的战利品, 各方势必要加强自身力量,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

获得更多枪支。
1985 ～ 1986 年乌干达在完成最后一次政权暴力更迭后, 南方地区虽

然恢复和平稳定, 但北方、 东北地区的各类反政府武装仍十分活跃, 政

府无力控制卡拉莫贾地区。 在与以其他族群为主体的反政府武装及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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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的冲突中, 卡拉莫贾人逐渐持有了 30000 ～ 40000 支 AK47 自动步枪, 相

当于每十个卡拉莫贾人就会持有一支枪。① 代表着秩序、 规则的牛文化彻

底蜕变为以暴力为核心特征的掠牛文化。 据不完全统计, 到 2009 年, 卡

拉莫贾人手上的枪支数量超过 20 万支, 而当地人口仅有 110 万人。② 家

家户户持有枪支, 男孩从小就被训练如何偷牛、 掠牛。 由于频繁掠牛甚

至杀人, 卡拉莫贾人与周边各族群乃至邻国族群的关系都变得极其恶劣。
与卡拉莫贾邻近的阿乔利 ( Acholi)、 兰戈 ( Lango)、 布基苏 ( Bugisu)、
塞贝 (Sebei) 等地, 都受到过卡拉莫贾人的袭击, 数十万人流离失所。
2002 ～ 2007 年, 卡拉莫贾及周边地区因掠牛发生的冲突多达 2000 次, 造

成 5784 人丧生。③ 2011 年南苏丹独立后随即陷入内战, 卡拉莫贾地区的

北部边界形同虚设, 武器走私更为猖獗。 至 2020 年, 卡拉莫贾地区的掠

牛问题依然严峻, 南苏丹琼莱 (Jonglei)、 肯尼亚西波科特 (West Pokot)
与埃尔吉约-马拉科维特 ( Elgeyo-Marakwet) 等地的牛群也都成为抢掠目

标, 这些地方因卡拉莫贾人掠牛而导致的人员伤亡数居高不下。④ 尽管乌

干达政府派驻上万名士兵维持卡拉莫贾地区秩序, 但掠牛已成为当地人

的基本生计来源, 仅靠镇压无法提供可替代的生计模式, 终究是治标不

治本。

结 语

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以前, 牛成功地在卡拉莫贾人的经济、 文化、 政

治各领域扮演了秩序守护者、 社会黏合剂的角色。 然而, 现代政府与市

场对传统的冲击瓦解了牛在文化、 政治领域的地位, 使其还原为单纯意

义的商品。 由于缺乏可替代的经济生产方式, 卡拉莫贾人增加掠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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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维持生计, 并发展出畸形的掠牛文化。 由此形成的卡拉莫贾人与周边

族群的互动呈现破坏性极大的 “掠牛-杀人” 模式, 并在边界管控形同虚

设的情况下, 被猖獗的武器走私所强化。 从殖民时期至今, 卡拉莫贾人

扮演了 “劫牛大盗” 的角色, 并为周边族群做了示范。 掠牛行动如同瘟

疫般迅速在各个族群间扩散, 导致地区内族群关系的焦点始终是对以牛

为中心的财富进行暴力再分配, 而忽视了财富扩大再生产。 这必然导致

暴力经济的持续流行。 南苏丹努尔人 (Nuer)、 丁卡人 (Dinka), 肯尼亚

卡伦津人 ( Kalenjin)、 马赛人 ( Maasai) 等众多尼罗特族群从事的掠牛

活动, 其基本逻辑都与卡拉莫贾人相似, 并使东非、 东北非地区呈现同

质化的、 以对牛的争夺占有为特征的族群对立与冲突。 若能充分观照并

理解以卡拉莫贾人为代表的尼罗特人的牛文化及其掠牛活动, 就能超越

对非洲族群冲突过于标签化的部落主义解释思路, 进而把握住更深层的、
更为根本性的经济因素与族群冲突之间的关系。

【责任编辑】 胡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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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rican traditional culture is a spiritual and cultural wealth crea-
ted and passed down by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Africa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Its principles of punishment and rules of criminal law exhibit a unique charm and
play a fundamental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order of traditional
African societies. In the 1990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promoting national unity
and reconciliation, the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by invoking the concept of
Ubuntu and the recognition of customary law as a source of criminal law in the
constitution marked the resurgence of African traditional culture in South African
criminal law and began influencing the law that had been damaged by colonial
rule and racial segregation. For more than 30 years, South Africa has been using
the principles of Ubuntu and customary law in African traditional culture as a
foundation to promote the localization of South African criminal law as well as
creat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ystem of punishment and criminal offenses in
contemporary crimin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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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Karamoja's cattle-centric activities developed a unique cat-
tle culture. In the political life of the Karamoja people, whether it is to obtain
power, exercise power, or transfer power, cattle are requisite. It is even reg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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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d a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political system to functional smoothly. The
traditional cattle culture of the Karamoja people changed with the British colonial
conquest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market economy. In the new era, al-
though cattle are still important to the tribe, the past cattle grazing model began
to shift to the cattle plundering model, which became the connotation of ethnic
conflict. The cattle-raiding activities of the Nilote ethnic groups, typical of the
Karamoja people, constitute the economic reasons for ethnic conflicts in East
Africa and Northeast Africa. This helps to transcend the tribalism paradigm that
explains ethnic confl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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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yinka described the hero, Ofeyi's several trips in hyperspace
such as African Utopia, extraterritorial world, different internal regions and
mythological prototype world in Season of Anomy. Ofeyi's wanderings had abun-
dant political and cultural metaphor connotations. Soyinka emphasized wandering's
political moral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ovel. There were not only the construction
of utopian social with Marxist tendencies, but also the exposure of neo-colonial-
ism in Africa and the violence of African dictatorships, and even more realistic
references to Nigeria, which fell into political chaos before and after the civil
war in Biafra. While the wandering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ovel turned to
cultural metaphors mainly.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Ofeyi's roaming to res-
cue his lover and Orpheus and Ogun's mythological patterns not only symbol-
ized the salvation of the shackled artistic creativity and social hope, but also
deeply demonstrated the concept of regeneration cycle that existed in the depths
of national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expectation of rebuilding the social or-
der. So Ofeyi experienc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 practitioner with Marxist
political ideals to a tragic hero with individualistic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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